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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

物以稀为贵，海天佛国莲池所出产的
莲子以“瑞莲”而著称，但海印池面积有限，
其产量并不高，因此每年进贡的数量也不
会太多。清初诗人全祖望说，普陀僧人每
年要进贡一斗洛迦莲子到北京，以祝皇帝
万寿。全祖望在《四明贡物——洛伽莲》一
诗中说：

“洛迦莲子青璠瑜，五色连枝饫香腴。
十丈长符韩子句，一轮大合竺国书。海山
天旷风云气，半向此间作储胥。洛迦释子
荷帝德，年年一斗附使车。望阙焚香祝万
寿，其视负暄之献则已侈。”

全祖望（1705～1755)，清代学者、文学

家。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属宁波)
人。雍正七年选贡入都，乾隆元年进士，选
翰林院庶吉士，很有才名。

“负暄之献”，典故出自《列子?杨朱》，
原指把冬天晒太阳取暖当成一种好方法献
给国君，后用来谦称自己的贡献很微小，也
比喻所献的东西并不贵重。全祖望说，僧
人进贡洛迦莲子礼物虽轻，但“洛迦释子荷
帝德”，他们出于感恩之心祝皇帝万寿的分
量却很重。因此，皇帝应该也很喜欢。

一斗莲子大约多少斤呢？按照一斗米
计算，一升米现在重1.25斤，10升米为一
斗，一斗重12.5斤。实际上，每年普陀山

进贡白莲子的数量并不是按照“斗”来计
算。

关于赠送白莲子的数量，从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题录上看，有明确为
“一匣”或“一瓶”。如，这批档案中记载，嘉
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初十日，杭州织
造广泰“奏为普陀山普济寺僧人达桂送到
白莲子一匣敬谨代进事”，便明确表明数量
单位为“一匣”。

又，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初六日，
杭州织造赫达塞有“奏为普陀罗迦山普济
寺僧实劲恭捧莲子一瓶代为进呈事”，其代
为进呈的白莲子数量是“一瓶”。由此也可

见，普陀山白莲子的包装，或用匣子，或用
陶瓷瓶装，其数量可能不足一斗。

每年普陀进奉白莲子的时间，多在当
年农历九月、十月间，由普陀山到杭州，再
由杭州送往北京，千里迢迢，奏报朝廷则往
往延后数日。这批档案中，时间最早的是
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初一日，时任杭
州织造基厚“奏为普陀僧人进贡白莲子
事”。时间最晚的，是道光元年十二月十七
日，杭州织造福德“奏为代普济寺僧人贡进
白莲子事”，这也是这批档案中最后一次记
录普陀山莲子进贡之事。此后普陀山是否
还每年进贡莲子，待考。

清代普陀山贡莲初考
□孙峰

普陀山海印池栽种白
莲花，每逢夏天，莲叶田
田。夜月下清风徐徐，白
莲清香缕缕，“莲池夜月”
清代时就被列为普陀十二
景之一。秋天，白莲结子，
白莲子产量不多，但十分
珍贵，称为“瑞莲”，普陀僧
人通过各种渠道，将之呈
献给紫禁城的皇帝。

“瑞莲”之说，源于明
代万历年间。时有宁波同
知龙德孚为屠隆的《补陀
洛伽山志》作序，其记载：

“万历丙戌（即万历十四
年，1586）七月七日，瑞莲
产慈宁宫，抽英吐翘，绝殊
凡种。九月，瑞莲再产宫
中，重台结薏，又殊前种。
主上大加赏异，敕中使出
示辅臣，图而咏之。”李太
后曾派太监到普陀山，恭
上莲花部主法像，以及藏
经共计六百七十八函。大
内禁宫的慈宁宫瑞莲盛
开，被视为祥瑞降临。远
在东海一隅的普陀山，那
一年也同样发生稀奇的
事，宝陀寺前荒废多年的
莲花池也“忽产红莲数
朵”。明礼部侍郎周应宾
在《普陀山志》卷二中记
载：“（宝陀寺莲花池）旧植
莲，兴革不常，多淤涨。万
历十四年，忽产红莲数
朵。是年十一月，钦赐瑞
莲观音相至，咸谓应斯兆
焉。三十年，督造张随浚
治，植白莲，香风远袭”。
于是，海印池的莲花，也同
样被视为“瑞莲”，这也是
明代普陀山万历中兴的鲜
活标志。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里馆藏有不少与普陀白莲
有关的档案，笔者通过查
询共发现42件档案。这些
档案分布于军机处全宗
（14条）、宫中全宗（28条），
其中有3条为重复信息，实
际共有38次档案记录。由
此可见，朝廷上下对普陀
山白莲子的进贡也算郑重
其事的。这些档案跨度从
雍正十三年到道光元年，
其中雍正朝2件，嘉庆朝19
件，乾隆朝17件，道光朝1
件。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清朝档案信息，关于各
地莲子贡品的相关记录，
唯有代进普陀山普济寺僧
进贡莲子的记录，而其他
各地贡莲则未见有相关档
案。普陀贡莲之所以留下
这么多的档案资料，则也
得益于普陀山“瑞莲”的佛
教文化因素，同时这也说
明当时普陀贡莲在清宫中
的影响力。

�雍正年间的普济寺住持源正进呈“瑞莲”
该批档案中，最早向大清皇帝敬贡白

莲子的是普陀山普济寺僧人源正，这也是
这批档案中唯一的僧人所奏档案（其他都
为官员身份）。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
一，源正有“奏为普陀寺万叶瑞莲结子循例
敬进并请圣安事”。从这一档案标题来看，
“循例敬进”说明普陀山白莲子的进贡由来
已久，雍正十三年也是按照惯例所献。雍
正十三年这一次贡莲之事，杭州织造隆升
也有一件题为“奏为恭代进呈白莲子事”的
档案。今从普济寺僧人源正进呈“瑞莲”的
档案内容看，里面的奏言很短：

南海普济寺臣僧源正、法雨寺臣僧明
智跪请

皇上圣躬万万安，切普陀寺海印池内
所有万叶瑞莲成颗结子，今循例敬谨进

呈谨奏
雍正拾叁年拾月初壹日
奏报的后面，有一个“览”字，估计是雍

正皇帝御批。这一批瑞莲的敬贡，是普济
寺住持源正、法雨寺僧人明智一起实施，同
时借此祝“皇上圣躬万万安”。

源正和明智都是普陀一代高僧，对普
陀观音道场的兴建颇有功劳，历代山志有
传。

中赞源正，号天庵，湖广衡阳萧氏子。
母罗氏，夜梦一老妪，手提鱼篮入门，遗一
鲤鱼，觉而有孕。幼岁啼哭无常，闻金玉声
即止。其父母屡次为他算命，都说寿数有
亏。恐他早逝，其母忍泪含悲，将他送入杉
福寺，在信先僧处剃染。二十二岁，心有所
感，忽起参方之念，就往德山礼宾日，禀具
后，从讲席习律，参遁云、频吉诸善知识，发
明心要，于是遍游湖海。后得法于普陀绎
堂和尚。

雍正七年己酉夏，受当道护法、合山耆
宿公请，源正任普济住持。雍正年间，中赞
源正不辞劳苦，协理官府兴建、修复大批殿

宇，事迹载于碑刻。寂后塔于龙沙庵上。
法泽明智，俗姓许，福建漳平人。19岁

受具足戒，历参名宿。清康熙五十八年
（1719）到普陀，受法于璿玑禅师，慧性圆
明，顿悟玄机。雍正二年（1724）任法雨寺
监院，戒行严卓，办事练达。雍正九年
（1731），赐帑金重修前后二寺，法雨寺住持
乐道以年迈告退，合山公举明智为法雨寺
住持，经理钦工，有条不紊。历三年，全山
殿宇，焕然一新，赴京谢恩，雍正大悦，赏礼
优厚。

莲子虽小情意浓，普陀贡莲与普陀僧
众感恩康熙、雍正鼎力支持佛国重建有
关。康熙年间，朝廷屡发帑金，重振普陀道
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朝廷帮助修建
普陀寺，皇帝赐额“普济群灵”，始称普济
寺。康熙去世后，雍正皇帝同样很支持佛
国建设。普陀山最大规模的重兴工程，是
在雍正九年至十一年（1731—1733），这三

年时间，发帑金七万两，广集工匠2000余
人，由原任户部左侍郎王玑监督工程，34名
文武官员参与，重修普济、法雨两寺院，规
模宏敞，沿袭至今。当时的普济寺住持正
是高僧源正。源正劳苦功高，雍正十二年
（1734）十二月，钦赐紫衣给普济寺住山行
者心明，方丈源正等。次年，源正等借进呈
“瑞莲”的机会，特祝雍正皇帝“圣躬万万
安”，这也是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

早在雍正九年九月，御赐帑金七万两
扩建前后两寺，中赞源正望阙谢恩，上堂拈
香祝圣毕，曾说法道：“接诏迎恩个事，若天
高地厚；建功立业源流，似山远水长。瑞气
霭梅岑，祥光凝正趣。今晨丹诏临山河，蒙
佛心天子发帑重修梵宇，直得孤峰起舞，顽
石点头；以至万象森罗，无不均然踊跃。山
僧忍俊不禁，特与诸人通个消息。且道知
恩报恩一句，又作么生?”起身合掌道：“莫
谓圣恩何以报，大家努力透重关。”

�清代普陀山进贡白莲子的数量和时间

从代为进呈的官员身份来看，这批档
案显示大多数官员是“杭州织造”。偶尔由
浙江巡抚代为呈献。如，嘉庆五年浙江巡
抚阮元“奏为普陀山普济寺送到白莲子一
匣遵例代进事”。偶尔也有以“护理浙江盐
政织造”身份代为进贡。如，嘉庆十四年护
理浙江盐政织造清安泰“奏为普陀山普济
寺送到白莲子一匣遵例代进事”，说明这也
是遵例代进。“护理浙江盐政织造”这一官
称，则与杭州织造的职能调整有关，清安泰
后来也曾以浙江巡抚身份代进普陀白莲
子。

普陀贡莲进京，多依托杭州织造办理
恭进。清代乾隆年间的定海进士陈庆槐有
《舟山竹枝词》诗歌，其中一首就是反映这
一现象。诗歌这样写道：

“莲子香清忆普陀，锦函贡入上方多。
杭州织造门前路，听说山僧岁岁过。”自注：
“普陀贡莲，由杭州织造府恭进”。

普陀贡莲由杭州织造府恭进，一方面
是因为杭州织造对于清代普陀山的兴建颇
有贡献，有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也与杭州
织造的职能有关。

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于江宁、杭州、苏
州三地设立“织造处”，各设五品织造官一
名，专门为朝廷督造各类御用纺织品，通称
江南三织造。看起来这只是宫廷派出的一
个采办机构，江南三织造的官位也不高，但
其人选由北京内务府点派，均由皇帝心腹
担任。康熙还让江南织造兼管盐务、钞关
等事务。雍正七年，以南、北新关交杭州织
造兼收，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杭州织
造改归盐政，南、北新关交巡抚管理，至道
光元年(1821)，裁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
造，仍兼管南、北新关税务。杭州织造一度
还兼管浙闽海疆事。

此外，三织造处还负责宫廷用品之采
办，如皇帝所用的绢纸、笔、墨、砚、朱砂等
各种交予采办的一切物品。

担̀任江南三处织造的官员，均为皇帝
的亲信，特别是在康熙时期，三处织造成了

皇帝安插在江南地区的耳目，他们搜集地
方情况，监视官场活动，密报地方民情等
等。正是借助于这种地位，普陀贡莲的进
贡才能畅通无阻，“洛迦释子荷帝德，年年
一斗附使车”。可以说，杭州织造几乎成为
当时普陀贡莲的唯一直供渠道。

杭州织造与普陀结缘，也有历史背
景，这与当初康熙时期的普陀修复工程有
关。作为皇帝的耳目，历任杭州织造多次
受康熙皇帝的委托，承办有关普陀山的事
情。这也是普陀山僧人与杭州织造特别
有缘的历史原因。因此，向皇帝进贡莲子
作为每年谢恩的传统，后来均委托由杭州
织造恭进。正如定海进士陈庆槐所云：
“杭州织造门前路，听说山僧岁岁过”。历
任杭州织造敖福、孙文成等曾经多次到过
普陀山，为振兴普陀观音道场做了不少
事。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命鸿胪寺序班、雕
刻大师朱圭镌刻御碑一块，差杭州织造敖
福送至普陀，并御书《心经》两部等赐予普
济、法雨两寺。江国桢为赋《同织造府送御
碑至普陀》诗：“一色茫茫玉作堆，看潮涌去
看潮回。乘槎不见风波险，捧得君王睿藻
来。”题中的织造府，即时任杭州织造敖
福。康熙御碑曾置于法雨寺前的万寿亭，
该碑后毁，现存为重刻作品。

康熙四十七年，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
造曹寅，杭州织造孙文成，苏州织造李煦，
奉康熙旨意，督办赍送观音佛像给普陀
山。范昌治为撰《同部堂孙公送内造佛像
入山恭记》诗，题中的“部堂孙公”，即杭州
织造孙文成。据《普陀洛迦新志》称，这两
尊佛像，“连座高一丈六尺，佛身五尺，量圣
体装就，脱纱，泥金，手足皆附。金莲玻璃
点目，金皮作衣”，于四月十八日，分供前、
后两寺圆通殿（今佛像已失）。

杭州织造孙文成为普陀山寺僧做了很
多贡献。康熙年间，因严禁粮食出口，不许
各地粮米装运出海。普陀山米粮短少，僧
众多有散去。法雨寺住持性统在北京觐见

康熙，反映了这一问题。康熙当即就批示
给孙文成，委托他好好解决普陀山僧众的
吃饭问题。孙文成会同各方商定，“普济
寺、法雨寺，现在僧人共六百六十六众，每
日每人食米一升。合算一年，共需用米二
千三百九十七石六斗。其米每年陆续运
载。巡抚差官查验，给与执照，许放出海，
永为定例”，并报康熙批准每年遵行。此
外，孙文成还通过朝廷减免寺僧在朱家尖
顺母涂开垦田地钱粮。

杭州织造与普陀山有缘，且织造本身
就有采办宫廷用品之职能，为普陀山代进
贡莲就成了杭州织造每年的一项任务。这
批档案资料显示，先后担任杭州织造、代进
贡莲的官员有：

雍正年间：隆升（十三年）乾隆年间：苏
赫讷（二年、三年）、申祺（十五年）、西宁（二
十七年）、赫达塞（二十八年）、寅著（三十八
年）、四德（四十五年）、盛住（四十九年）、伊
龄阿（五十一年）、额尔登布（五十二年、五
十三年）、基厚（五十六年）、全德（五十八
年）、吉庆（五十九年）、岳谦（六十年）等。

嘉庆年间：苏楞额（元年、三年、十五
年、十六年）、清安泰（八年）、常显（九年、十
年、十七年、十九年）、三义助（十二年）、索
诺木扎木楚（十四年）、广泰（二十一、二十
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等。

道光年间：福德（元年）
在这些档案文献的题名中，也涉及不

少普济寺僧人名，这些僧人可能也是当时
普济寺的住持。如：乾隆二十八年，杭州织
造赫达塞有“奏为普陀罗迦山普济寺僧实
劲恭捧莲子一瓶代为进呈事”。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杭州织造
四德“奏为代进普济寺僧际龙应贡白莲子
一匣事”。

嘉庆九年，杭州织造常显“奏为遵例代
普陀山普济寺僧人际政进送白莲子一匣
事”

嘉庆十年，杭州织造常显“奏为遵例代
普济寺僧人显贤进送到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二十年，浙江巡抚颜检“奏为代进
普济寺僧人达坚呈送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奏为普陀
山普济寺僧人达圆送到白莲子一匣敬谨代
进事”，这三年的奏本标题一模一样，也可
见贡莲一事确实是属于“例行公事”。嘉庆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为杭州织造广泰所
奏；嘉庆二十三年，为浙江巡抚程国仁所
奏。

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杭州织造广
泰“奏为遵例代进普济寺僧人达桂送到白
莲子一匣事”。

本文的写作，仅仅是通过对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藏的普陀白莲有关档案的题录
进行整理、分析，结合清代普陀山史料对普
陀贡莲进行阐述，因此所述内容也是比较
肤浅的。这些珍贵档案的内容更值得挖掘
研究，希冀有心人士能够前往北京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在获得档案文本的基础上，
对普陀贡莲作更深入的研究，也为普陀山
佛教文化提供更多基础性资料。

�杭州织造代为普陀山进贡白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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